非遗文化元素在舞蹈作品编创中的重构
[bookmark: _GoBack]“重构”作为非遗舞蹈编创上一个真问题而并非一个自明的操作口号，是由非遗舞蹈存在方式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兰州太平鼓在社火队伍里是以鼓声统领步法、以阵势呼应街巷空间的仪式性表演；苦水高高跷依靠二月二龙抬头地方时序和秦腔脸谱的叙事传统来维持，西固军傩舞用傩面具把“戴上面具是神，摘下面具是人”的信仰当作驱邪纳福的集体愿望。当这些舞蹈进入剧场的时候，原生语境中时间、空间、信仰、参与的方式都被省略了，编创者面对的是不是“怎样跳”，而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跳、为了谁跳、在什么样的意义体系中跳”。这就意味着重构的对象不只是动作语言，也是舞蹈产生意义的全部关系网。但是当下许多非遗舞蹈的编创却忽视了这一根本的问题，或者只是将民俗动作“搬上舞台”，把非遗变成一种具象化的身体奇观；或者用“当代化”的名义对文化符号进行无根化的拼贴，把非遗舞蹈赖以存在的意义根基抽掉了。因此本文以兰州市非遗舞蹈为研究对象，首先明确重构需要坚持的原则边界，其次探寻可行的艺术途径，在保护原真性的基础上激活表达力，找到一个不回避张力的创作态度。
一、兰州市非遗文化元素概述
兰州市非遗舞蹈的资源主要是以社火仪式为依托，以国家级项目为引领，以省级、市级项目为基础的多层次地方舞蹈文化。根据统计，兰州市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198项、市级112项、省级50项，国家级5项。舞蹈类的项目中兰州太平鼓、苦水高高跷属于主要的项目。太平鼓起源于古代军队，在经过发展之后成为节日的鼓舞活动，鼓身大，鼓声洪亮，以方阵为单位，由旗手指挥，从舒缓到激昂，动作有力量感也有仪式感。苦水高高跷的腿高3米以上，表演者身着戏曲服装、画着秦腔脸谱，在太平鼓的带领下组成队形游行，内容大多是取材于《升官图》《回荆州》等传统戏曲，是社火里“以高取势”的舞蹈形态。西固军傩舞是以傩面具作为主要的视觉符号，表演时模仿虎、豹、熊、罴等神兽的神态，在鼓声、吼声的伴奏下进行战争、祭祀、驱邪的叙述，是远古傩文化仪式骨架和军阵记忆的遗存。虽然三者都在兰州社火的文化圈内，但是文化指向各不相同，太平鼓重在军旅记忆与庆贺太平的集体情感，高高跷依靠地方节令和戏曲叙事的民间知识，军傩舞深深地扎根于傩仪信仰和征战祭祀的古老积累之中。这种“同域异质”的分布状况给舞蹈编创选用元素和重塑策略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资源，而且又提出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面对文化属性各异的非遗舞蹈，重构不能用同样的操作方法。
二、非遗文化元素在舞蹈作品编创中重构的原则
（一）原真性锚定：在“变”中守护可辨识的文化基因
重构的合法不是无条件地遵从“原貌”，而是对文化基因的可辨认性承诺。非遗舞蹈走进编创视野之后，必定要经过动作的选择、改变和重组的过程，但并不是失忆的过程。李佳霓在关于非遗舞蹈现代重塑的研究中提出“深入田野提炼非遗精华，精准找到非遗精髓”，其本质就在于编创者在田野里寻找哪些动作母题、节奏逻辑、仪式姿态是此舞蹈的“基因性”存在，然后在创作中使这些“基因性”存在一直可感。太平鼓方阵调度和鼓点统摄身体的逻辑，高高跷在悬空状态下形成的重心控制和步态韵律，军傩舞中傩面佩戴所要求的身体朝向和动作幅度的结构要素一旦被抽空，即使舞台上的演出再精美，也不能说是该非遗舞蹈的重构，而只是另外一种舞蹈借用它的名义。原真性锚定实际上就是承认变形是不可避免的，给变形设定一个不能越过的文化底线。
（二）身体主体性守护：从“符号载体”回到“经验的身体”
非遗舞蹈是在民俗语境里由人用身体技巧完成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以抽象文化符号为主的。重构最易发生的偏移就是把表演者身体当作展示非遗元素的“载体”，把动作拆解成可以调用的元素，把身体当作被要求去表现某种预先设定的文化概念的主体，表演者自身的动作感受、动作控制力和节奏的经验都被忽视了。非遗舞蹈编创的时候偏移的最明显之处，就是把表演者身体当作非遗元素的“承载物”，把动作分解成可以调用的素材，身体被要求去“表现”某种固定的、预先设定的文化概念，而表演者自身的动作体验、力度控制和节奏感知却慢慢退居幕后。守护身体主体性就是编创要以表演者可以经验、可以掌控的身体逻辑为出发点，不能以视觉效果的预想为起点。高跷表演者在三米高处所形成的独特平衡感以及步幅节奏，在军傩舞者在傩面具遮挡之后，依靠听觉、身体记忆来达成队形呼应的时候，活态的身体知识比不能随意改变的“动作素材”要多得多。重构若不能把身体经验纳入编创语法，那么在舞台上消解非遗最根本的传承介质就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
（三）当代性转译：以审美对话拒绝景观
非遗舞蹈的舞台转译必然要进行审美形式的转换，但是“转译”和“景观化”之间存在着一条必须自觉坚守的界线。转译指的是在保持文化信息的基础上，找到与当代剧场观众感知方式对话的形式语言；景观化把非遗元素从意义脉络中剥离出来，通过视觉震撼力和瞬间感染力来打造身体奇观。两者不是看是否使用了现代编舞技法或者舞台技术，而是看形式的选择是否仍然对文化的意义负责。以傩面为例，傩面在军傩舞中是信仰框架里的“神—人”转换的中介物，如果只把傩面当作视觉符号不断重复呈现，放大它的神秘感和异域感，却不同时在动作结构、叙事逻辑里回应傩面所承载的仪式关系，就落入了景观化的陷阱里。反过来说，如果编创把傩面的遮蔽与显露转化为舞蹈里控制身体方向和群体关系的结构手段，让面具的佩戴和摘下与叙事里身份、权力的转变相对应，那么形式虽然新颖但是文化命题依然存在。当代审美转译检验标准不是“看起来是不是当代”的问题，而是“当代形式是不是还在讲述非遗舞蹈的文化命题”。
（四）整体性持守：以结构认知统摄元素
非遗舞蹈动作、音乐、道具、服饰及仪式功能之间存在着历史形成的结构联系。重构可以改变它的表现形式，但是不能忽略它。目前编创实践当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从非遗舞蹈中提取几个“好看”的动作或者道具元素，然后将其置于一个与之无关的叙事框架或者风格环境里，用“融合创新”的名义进行拼贴。这样一种操作问题所在，并不是跨元素组合本身，而是将被提取出来的元素从原来结构中脱离出来，在意义系统中失去被理解的可能性。文化结构整体性原则意在编创者选择元素的时候去追问，该元素在原来的结构中所起的功能是什么？它和其它元素怎样相互规定呢？当它被引入新的结构中，它的功能是被转换了的还是被取消了呢？这样的追问并不是要给编创设定禁令，而是要重构的自由来源于对原有结构性关系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对它的无知。只有这样元素重组才不是简单的拼接碎片，而是有依据的结构再塑造。
三、非遗文化元素在舞蹈作品编创中的重构路径
（一）动作母题的提纯与变形：从仪式功能到剧场身体语言
非遗舞蹈的动作在最初的原生语境里是为仪式服务的，太平鼓击鼓动作及阵型变化要遵照社火巡游的空间推进和集体情绪节奏化的安排，军傩舞的模仿性姿态遵照傩仪里驱邪纳吉的象征逻辑。第一步要从功能绑定中找出有生成力的动作母题，即反复出现并带有主要动觉感受的最小动作单元，然后加以提炼和改变。提纯就是去掉动作的仪式性附加成分，比如行进路线、队形位置、时间规定等，只保留动作的力效结构、重心逻辑、节奏型；变形就是在新的编排意图之下对这些结构要素做幅度、速度、方向或者组合方式的改变，使之成为剧场身体语言的一部分。该途径要保证变形后动作有可辨认的血缘关系到原母题，让观众在不借助文字解说的情况下，从身体上感受到和某一个地方性的舞蹈传统有着直接联系。
（二）仪式结构的剧场化转写：从“参与空间”到“观看—共感空间”
非遗舞蹈的仪式结构有两个不能被忽视的方面，一个是时间上程序的执行，社火行进路线、傩仪请神、驱邪、送神的过程，一个是空间上参与的，表演者和观众处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界限不清。剧场重构不能复现这两个部分，但是可以对它进行“结构转写”，即将仪式的时间程序转写成舞蹈的叙事节奏或者段落的划分，把参与性的空间关系转写成观演之间的情感和感知的关系。转写不是简单的简化，转写是寻找仪式结构在剧场条件下功能等价物的过程。社火巡游里“由缓入急”节奏的推进，可以转变成舞蹈的由沉静到激昂的力度曲线，傩仪里“面具更换”所显示的身份的跳跃，可以转变成舞者身体的质感和空间调度发生巨大变化。该路线的创作者不是在舞台上“再现”仪式，而是把剧场的观演契约重新组织起来，让观众从观看一个民俗场面变成去感受一种结构化的身体经历。
（三）符号系统的跨媒介转译：傩面、鼓身、跷腿作为剧场意象
兰州非遗舞蹈的视觉符号是极为丰富的，军傩舞的傩面具、太平鼓的鼓身及鼓面纹饰、高高跷的跷腿以及戏曲脸谱等都是具有丰富文化信息的物质符号。原生语境里符号所承载的意义是由使用和仪式的语境一起决定的，在剧场里符号就离开了原来的使用环境，有“意义悬置”的危险。跨媒介转译就是把符号从民俗的器物变成剧场的意象，而不是改变它的物质形式，而是改变它在表意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所起的作用。傩面可以是“佩戴于舞者面部以完成身份转换”为手段的仪式性道具，也可以是舞蹈中控制身体的方向、遮掩与显露、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结构化的视觉元素；鼓身可以是“被击打的乐器”，也可以是划分舞台空间、组织身体节奏的物质支点；跷腿可以是“表演技艺的工具”，也可以是表现高度、危险和平衡的身体延伸。转译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符号是否在新的剧场结构里还在“做事情”，即参与叙事、组织身体、产生意义，而不能只是被人看见。
（四）精神内核的当代叙事定位：从“遗产叙事”到“人的叙事”
非遗舞蹈的编创如果只停留在对形态的重新构建上，就会陷入“关于遗产的舞蹈”而不是“用舞蹈思考人的处境”的困境。精神内核当代叙事定位就是把非遗舞蹈所蕴含的文化命题（太平鼓中集体凝聚、庆贺，高高跷中克服日常身体的束缚，军傩舞中驱邪、守护），从“遗产知识”的表达框架里解放出来，放到人们可以感知、可以思考的叙事场域中。这不是对非遗精神作“现代化阐释”的工作，也不是用当代的观念去覆盖它的原有内涵，而是在非遗精神结构与当代生存经验之间找到真实联系的媒介，是重构的舞蹈不是在“讲一个非遗项目的故事”，而是在“用非遗的身体智慧回答人怎样共处、怎样超越、怎样面对恐惧、怎样守护”的问题。只有当非遗舞蹈精神内核进入这一叙事层次之后，重构才完成了从“形式转化”向“意义再生”的飞跃。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剧场重构，实际上就是文化基因可辨识性和当代剧场的讲述能力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的平衡。本文选取兰州太平鼓、苦水高高跷、西固军傩舞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原真性锚定、身体主体性保护、当代审美转译和文化结构整体性四个原则，在动作母题提纯变形、仪式结构剧场转译、符号系统跨媒介转译、精神内涵当代叙事定位这四个角度上进行论述。原则是重构划定不能逾越的文化底线，路径就是把底线变成可以实施的艺术手段。二者都指向一个信念，重构不是对非遗“原貌”的复制，也不是民俗符号的占有，而是在承认再语境化是不可回避的情况下，让非遗舞蹈的身体智慧和文化命题在当代剧场里“做事情”、“说故事”。只有这样，非遗舞蹈才会不因保护而被封存起来，也不会因为创新而空无一物。
